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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初期，在武汉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第三厅”（简称“三厅”），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个政权机关。武汉的救亡歌咏运动的高潮就是在“三厅”举

办的各宣传活动中产生的，“三厅”广大的音乐工作者们在武汉时期

也为中国抗战文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是对抗战初期“三

厅”文艺团体的初步研究，并论述“三厅”文艺团体在历史上的贡

献。

关键词：“三厅”；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孩子剧团；歌咏

“三厅”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

“三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政权

机关。 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武汉沦陷后，“三厅”辗转南

撤到桂林，在桂林经过自主改组后西迁重庆，1940年秋，在国民

党地破坏和迫害下被迫改组，旋即结束。第三厅是宣传厅，掌管

宣传事宜。虽工作不限于搞文艺工作，但它却领导了国统区的抗

战文艺运动，也因此对于国统区的抗战音乐运动的 展也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在武汉期间的成绩 为卓著。武汉的救亡歌

咏运动的高潮就是在“三厅”举办的各宣传活动中产生的，“三

厅”广大的音乐工作者们在武汉时期也为中国抗战音乐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即对抗战初期“三厅”文艺团体的初步研

究，并论述“三厅”文艺团体在历史上的贡献。

在抗战初期，武汉云集了“抗日宣传队、救亡演剧队、文化

工作队、战地服务队等一、二百个群众团体”[1]和300多个歌咏团

体，也是因为有这些团体的积极响应，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

的领导下，“三厅”掀起了武汉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活动。但是

由于他们是民间组织，不仅经费困难，而且没有政治上的保证，

在宣传工作中常受到国民党的滋扰甚至是迫害。尤其是随着战事

的不利发展，迫害也益发嚣张。直至在1938年8月，国民党强行解

散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三个团体，作出“公然违

背民族团结、违背抗战利益、违背民族利益的举动”。

对于这些抗日的青年，党是十分关心的。在中共长江局和八

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陆续地将一些抗日青年送往延安。并且在

“三厅”成立之初，周恩来同志就曾高瞻远瞩地考虑应将汇集到

武汉的各地抗日青年和民众团体、演剧队、宣传队等组织起来，

以“三厅”的名义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经过与国民党的周旋、

斗争， 终在9月初“三厅”陆续成立了10个演剧队、4个宣传

队，再在加上原隶属的“孩子剧团”，组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的烽

火文艺兵。

这些队伍自成立起，就利用一切艺术形式，包括演剧、歌

咏、美术、文字等，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为抗战文艺发展和抗

战文艺宣传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关于抗敌演剧队第九队的情况
抗敌演剧队第九队是“三厅”文艺队伍中的一支，相对与其

他以“演剧为主”、“歌咏为辅”的演剧队，“九队”的文艺宣

传与音乐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抗战初期的武汉是一个歌咏之城，三镇至少有300多个的歌咏

队，许多歌咏团体都由专业音乐家如冼星海、张曙、任光、江定

仙、沙梅、王云阶、盛家伦、林路等亲临指导，因此进步很快，

有的已具有较专业的演唱水平。演剧九队就是有这些歌咏队员组

成的。1938年8月，“三厅”原本计划筹建4个抗敌歌咏队，由音

乐工作人员冼星海、张曙、任光、林路等负责招考队员，队员来

源多为进步的歌咏团体如海星、青救等。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阻

挠，抗敌歌咏队未能成立，后“三厅”对于坚决留下的队员坐了

如下安排：一、一部分输送到延安；二、分发各演剧队充实歌咏

力量；三、原“抗敌演剧队第九队”的队员集体到延安了，由歌

咏队顶其番号。因此，“九队”是具有较高歌咏水平的演剧队。

“九队”拥有较完备的声乐声部组合，在武汉时曾演出

过《在太行山上》、《洪波曲》、《祖国的孩子们》、《做棉

衣》、《丈夫去当兵》、《赶豺狼》、《日落西山》、《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等歌曲，还演唱了难度较大的四部合唱《抗敌

歌》、《旗正飘飘》、《热血》、《歌八百壮士》，以及李抱枕

填词的意大利歌曲《我可爱的大中华》等。“九队”队员余雷、

徐炜等还多次在音乐会和广播节目中进行独唱演出。

在音乐家冼星海、张曙，戏剧家万籁天、舒强的指导下， 

“九队”也成长成为一支优秀的为抗战服务的演剧队。曾在冼星

海亲自带领下于1938年9月到阳罗、金口一带举行了成功的汇演，

节目即包括拿手的歌咏，也包括演剧，并向群众教唱抗日歌咏、

出壁报等，进行了各种抗战宣传工作——这些都是“三厅”文艺

兵所应具备的综合素质，也是“调动一切手段为抗战服务”口号

的实践。

二、关于孩子剧团的情况
在“三厅”浩浩荡荡的文艺队伍中，还有一群天真无邪的

孩子们，他们就是蜚声中外的孩子剧团。他们 初是来自上海战

区孩子，原是由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

作的儿童艺术团体。成立于1937年9月3日，领导人吴新稼。上海

沦陷前夕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来到武汉，并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关怀

下，加入了“三厅”，在保卫大武汉的音乐宣传中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他们是“三厅”文艺宣传活动中 闪亮一部分。

孩子剧团是 早加入“三厅”的文艺团体之一，因此参加

了抗战初期的“三厅”在武汉举行的大部分文艺宣传活动：在

“抗战扩大宣传周”，他们参加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万人大合

唱”、“水陆火炬歌咏大游行”、歌咏日的歌咏游行和歌咏音乐

抗战初期的“三厅”文艺团体
李莉1  唐忠新2  （1.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530022   2.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530022）

主观情思和客观物象相结合的产物。“心象”因人而异，在具

体的艺术表现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艺术家对同一艺术语言

的把握采取不同的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具体而言，

朱耷对眼中的物象进行抽象化、符号化，力图用 简朴的“形”

去承载他 难以言说的心灵世界。同时，他还随着自己的心对这

些心象进行改造、重塑、扭曲、变形、夸张。在他的画中不管是

“白眼向人”的鱼，拳足敛羽、忍饥耐寒的鸟，恣意生长的荷

花，还是那比例失调的畸形的兔子和块状拼合的猫，倒锥形一触

即落的巨石，这些超常的物象都是他“心象”映照的结果，抒写

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慨，表现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从朱耷成熟

期的《荷花双凫图》与徐渭的《墨葡萄》相比较可以发现，朱耷

简练而含蓄的笔墨，高度符号化的物象造型，虚灵的空间布局，

透射出的是一种虚疏淡泊、冷逸逼人的气氛。而徐渭《墨葡萄》

则在酣畅淋漓的水墨中透出的动荡不安的气氛。总的来说，同样

是怀着浓重、炙热的情感，但朱耷表现出来的是是清新而稚拙，

整体气韵是内敛而静态的，而徐渭的画风则显得粗阔放肆、激昂

澎湃。

由以上来看，与其说徐渭和朱耷是用笔墨作画，还不如说

是用他们的心在作画，画成了他们情感的寄托之物也是他们人

格的写照，正如郑板桥所说是“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

多。”[3]他们的绘画作品不仅反映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成为

那一时代民族精神的结晶。

注释：

[1]紫都，马刚.徐渭[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6.

[2]伍蠡甫主编《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852.

[3]转引自王伯敏的《中国绘画通史》(下),北京三联书店,20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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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雪耻兵役宣传周”，他们在难民所、茶馆、轮渡上进行

宣传，并深入到农村去工作，参加了“五四”和“五九”的歌咏

大会；在“抗战周年宣传周”，参加了分区的戏剧、歌咏演出，

街头宣传和献金及献金音乐大会，参加了“纪念聂耳音乐会”；

以及 “节运”、“募寒衣”、“征集卅十万封慰问信”等宣传

工作。他们幼小的身影闪现在街头、码头、茶馆、舞台、游行

队伍，闪现在城市、农村、医院、难民所、工厂，他们演戏、歌

唱、演讲、放“西洋镜”、“卖梨膏糖”、写标语、出壁报、访

问工人和农民、慰问和应送伤兵……无论在哪，他们都是 引人

注目和 感人的团体。 在这样的锻炼中他们成为了武汉孩子的中

心，中国孩子们的象征。

由于孩子剧团为抗战所作的杰出贡献，他们逐渐成为了大武

汉孩子们的中心，甚至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孩子们的象征。在党

和“三厅”的领导下，孩子剧团在1938年7月19日，发起“儿童

星期座谈会”，将其他的孩子团体和学生们团结在一起，共同研

讨武汉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参加团体有“战时儿童救济协会”、

“七七少年剧团”、“中华海员流亡儿童团”、“抗救儿童救国

团”、“抗战儿童读者会”、“抗战建国剧团”、“青救儿童先

锋队”、“青救儿童剧团”、“儿童保育会”、“铸抗儿童歌剧

队”、“中国童子军岳武穆队”、“新安旅行团”等。 在孩子剧

团的领导下，曾在武汉第九小学召 了多次座谈会， 探讨了关于

战时儿童自救和为抗战服务等问题，并且领导武汉各界儿童举行

了各种宣传活动。歌咏音乐活动包括：7月28日下午4时，在中山

公园体育场举行了“儿童露天歌咏大会”。节目分全体合唱，各

团体分唱，教师名家演唱三部分，参加儿童有500余人，这是武汉

之“空前创举”，也是中国之空前创举。这种团结各界儿童“集

体歌咏”的表演形式，在以后的抗战岁月中也被进一步的发展，

是孩子剧团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7月30日下

午4时，在中山路民教馆举行“儿童联合歌咏大会”，参加儿童有

100余人，除有全体合唱和各团体分唱外，还有连环合唱——《保

卫大武汉》、《大 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中国民族不

会亡》，并现场向听众教唱抗战歌曲《打倒日本》；8月8日晚，

在大智门苗圃平民新村举行“保卫大武汉宣传晚会”，参加者300

余人，游艺节目达11项之多；8月22—24日在兴横街广场进行“街

头宣传”。 

在不断的宣传中，孩子剧团的文艺表演也日益成熟，因此

他们也是中国新文艺、新音乐的传播者和传承者。孩子剧团原本

只是一群爱唱歌的孩子们，但特定的历史使他们成为担负着救国

重任的抗战文艺工作者。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得到长者的无限

关爱，“三厅”众多的文艺家们都成为他们的老师。单就音乐而

言，由冼星海教孩子们乐理、视唱、指挥；张曙教声乐和发声；

沙梅教音乐基础知识等。戏剧和舞蹈等也都有艺术家的亲自教

导。 因此，孩子剧团的成员们得天独厚地吸收着新文艺的知识，

也自然成为了中国新文艺、新音乐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为不仅能

很好的为抗战服务，也为日后成为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三、将文艺送上战场
在抗战初期，文艺界就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以

及文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口号，欲将文化的触角推进到

农村和战区，尤其是战区，来服务于抗战。但是由于广大的士兵

多为文盲，因此以表演为主的文艺节目，就格外的重要。尤其是

演剧和歌咏。“三厅”的抗敌剧团就是 早深入战区的国统区的

文艺团体。

抗敌剧团原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四队，撤至南京时合

并为抗敌剧团，经党中央同意加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至

“三厅”成立后，改属由“三厅”领导。当台儿庄告捷的消息传

到武汉后，抗敌剧团奉“三厅”命令，赴前线慰问演出。1938年4

月17日出发，5月中旬徐州被包围后，曾数次企图在津浦北段突围

未果，后转辗迂回自鲁南、皖北、苏西北等敌军后方，终于7月9

日安然抵汉。这是文艺界首次奔赴前线的行动，也是文艺界“为

自由中国而奋斗”的 坚决的体现。其中，艺术家赵曙在这次突

围中牺牲，是“文化界第一个死于敌人枪弹下的英勇战士”。

1938年9月初，“三厅”的文艺团体组建完成后，周恩来同志

亲自制定了各队分赴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将文艺的触角

深入到了抗战前沿和后方。此次派遣涉及地域十分广泛，几乎覆

盖了我国东、西、南方的各个重镇要地。东至江浙、江淮一带，

向下可以贯穿至福建；西至陕甘，可与陕北根据地文艺发展相呼

应；南至广西，并且可纵深到缅甸一带。派遣路线几乎整个大后

方和部分前线，这样规模的的文艺队伍的派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

空前的。虽然由于战争等的原因，各队完成情况有所不同，但是

他们的足迹还是基本跨越了中国的西南各省及缅甸等周边国家。 

“三厅”的文艺兵正是新音乐运动的工作者，他们所到之处

留下的不仅仅是几首歌曲，而是新音乐、新文化的种子。此外这

些“三厅”的文艺兵，并不仅仅是在作文艺的汇演，而是坚定的

战士，他们承担着宣传抗日的重担。在中华民族的 危难时期，

要抵抗强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号召全国人民的抗战热

情，以人民战争来击溃强悍的敌人。而文艺正是激动人民、发动

大众的 有利的武器。散布在各地的文艺宣传者无疑就是这重任

的承担和执行者。他们在进行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是抗战进入相

持阶段后的抗战文艺宣传和文艺发展的中坚力量。

结语
“三厅”文艺团体的历史贡献是离不 党的直接关怀和领

导的。“三厅”的文艺队伍是由周恩来同志策划组建和具体领导

的，队伍成立后，不仅在艺术上得到提高，而且也武装了思想。

周恩来同志为青年们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其中贯彻了毛

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并谈到了艺术民族化、大众化的问

题，周恩来同志对队员们的话“象火把一样，照亮了演剧队员前

进的道路，象革命的种子，深深埋在这些青年人的心中生根、发

芽、结果。”[2]此外，各团队都有秘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担任

管理工作。因此，从政治上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宣

传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的重要战略部署。

“三厅”文艺团体的历史贡献也是音乐史上不可忽视的一

页。以上“三厅”的文艺队伍，虽有不同的冠名，但所担负的任

务是基本相同的，即应用一切文艺的手段来进行抗战的宣传。在

文艺宣传中，音乐是是 能感动心灵、刺激人情感，尤其是歌

咏，它具有着先天的优势。歌曲一向是抒发人情感的重要形式，

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号召的、斗争的、愤恨的、安慰的语言，通

过抑扬的曲调、统一的节奏，整齐的从众人口中唱出，具有着无

比的力量；歌曲较之其他艺术形式普及性更强，因为明确的语言

更容易让群众理解，流畅的旋律便于群众记忆；此外，伟大的时

代，也产生伟大的音乐，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受难

期，但也是奋发和革新的时机，伴随着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爆

发了伟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也诞生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群

众歌曲等优秀的抗战音乐作品。也正如在新时代的中国诞生了那

么多歌颂新生活、歌颂祖国的爱国歌曲，也再没有比“爱国歌曲

大家唱”全国歌咏活动，更能体现我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赞美，对

母亲祖国60华诞的庆贺，对于伟大祖国的热爱！以歌咏为武器，

也是由于抗战时期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

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难关头，在艰难的岁月中，一切进行艺术

行为的物质条件都难以保障，而歌咏，它不需任何的外在条件，

只要有人就可以很快地传播。因此，歌咏是“三厅”文艺工作者

的重要宣传武器，也是救亡运动中 有力的宣传武器！

“三厅”演剧队、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一直是深入在前线和后方城乡，“进行了艰苦卓绝、出

生入死”的宣传工作，更难得的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环境下，他们

都遵循党的领导，坚守革命信念，以歌咏、演剧为武器，为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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